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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价值共创作为平台经济价值创造的主要形式，是平台企业、互补者及用户联动的过程。本文通过对257份问卷调查样本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检验了平台治理机制、互补者关系嵌入、用户参与行为与互补者价值共创具有情境适配性。研究发现，平台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均对互补者价值共创产生积极影响，且正式治理机制的促进更显著；互补者关系强度正向调节平台正式治理、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关系深度仅对正式治理机制具有促进作用；用户积极反馈行为促进非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正向关系，机会主义行为则放大了正式治理对互补者价值共创的积极影响。据此提出平台治理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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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latform governance, user particip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relationships on value co-creation
YAO Yanhong, LIU Xiao
(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form of value creation in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value co-creation is the linkage process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complementors and users. 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257 questionnaire samples, we prove that there is a contextual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tform enterpris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relationship embedding of complementors,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users and value co-creation of complemen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mplementary value co-creation,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is more significant;  Complementors relationship strength promo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in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complementary value co-creation, and relationship depth onl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Users’ positive feedback behavior promo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complementary value co-creation, while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mplifi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ormal governance on complementor value co-cre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management advices for platform governance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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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挥经济转型新动能。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产业组织形式也随之改变，企业与顾客的二元关系逐渐延展成多方利益相关者交互的复杂平台生态，价值共创成为所有平台成员价值获取的主要方式[1]。交易型平台作为较为活跃且规模较大的平台，被广泛关注。然而，交易型平台具有组织关系松散、成员价值目标相异[2]的基本特征，因缺乏有效治理导致低价竞争、信息泄露、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涌现，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也影响平台经济的有序发展。面对新型的组织形式，采用简单的控制或管理已不能适应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复杂情形。平台企业是平台生态系统的控制中心，承担治理主体角色[3]，数字技术的发展也赋予了平台企业快速识别问题并进行有效治理的更多可能。如何建构有效治理机制，激发平台价值共创活力，是当前亟需探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1 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治理机制内涵的研究，主要依据措施的外在性程度划分为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4]，该观点被广泛认同。进一步学者们认为治理机制通过合理分配系统中的权力与资源[5]，控制成员机会主义行为[6]，协调内部参与者的关系[7]，来保障平台健康有序运行，提高价值创造效能。可见平台治理是提高价值共创的关键。但当前研究对不同类型平台治理机制对价值共创的作用路径尚无定论，虽有研究提出过度的正式治理会产生负面效应[8]，但在技术涌现和竞争激烈的数字经济环境中，平台如何构造正式治理机制与非正式治理机制的最佳组合，激发平台活力，提高价值共创效能，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平台生态系统中的互补者为平台提供丰富的产品服务或内容，用户是产品或内容的最终受众[9]。但已有研究往往将平台视为一个由主导企业全权代表的整体[10]，忽略了互补者和用户对价值共创的深远影响。一方面，互补者嵌入于平台网络，经济行为受到网络关系特征影响。有研究指出，关系嵌入影响资源获取能力[11]、互信合作关系水平[12]等，因此互补者是价值共创实现的落脚点。现有研究大多将关系嵌入看作单一维度，对关系嵌入维度进一步划分并研究其在平台价值共创中的作用尚有待丰富。另一方面，平台的出现解除了广大用户参与企业商业活动的约束，学者们就用户参与方式[13]、参与程度[14]、互动内容[15]等对用户积极反馈行为展开广泛研究。但复杂的平台系统中比过去的二元关系存在更多可利用资源及不对称信息，用户利用资源与信息差完成“自我服务”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虽有研究论证了在顾客—企业二元关系中机会主义的负面影响，但对于在多方交互的平台中机会主义行为会产生何种作用，还未有深入研究。关于平台生态系统中互补者和用户作为平台价值共创的重要构件，两者与平台企业治理的交互作用将如何影响价值共创？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交易型平台为背景，将互补者关系嵌入和用户参与行为作为边界条件，构建平台治理机制与价值共创的关系模型，研究治理机制类型对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差异化影响。梳理平台、互补者、用户在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中的角色和功能，探索互补者关系、用户参与和平台治理的交互作用机制和多情境适配关系，丰富平台价值共创形成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研究拓展了数字化情境下交易型平台整体价值提升的理论路径，也为平台和互补者优化管理以促进价值共创的实践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平台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
平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平台企业在整个平台系统中的角色是控制中心，对整个平台系统发挥协调功能[3]，Zhang和Keh[16]认为减少不确定性的制度约束包含正式与非正式安排。现有研究对治理机制概念做了正式与非正式维度的进一步划分。交易型平台治理是平台企业通过合理分配系统中的权力，优化战略决策，协调参与者关系，从而保障平台生态健康有序运行的一整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4]。
平台正式治理机制是外在的硬性控制措施，通过订立详细且有效的正式规范，了解和分析潜在冲突因素并加以规避，约束彼此行为，促进合作实现。一方面，正式治理机制往往采用具有法律依据的详细合同，通过事前制定目标及计划来引导各方行动，明确各主体的目标任务，降低信息不对称。同时，明确违约行为及对应的处罚条款，从法律层面给平台上各主体提供行动依据，为整体绩效的提升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完备的正式治理机制能够为平台上各主体搭建一个公平、透明的互动环境，平台通过合同规则设计最佳的相互依赖组合[17]，并针对交易过程中的突发情况，提供处理意外的基本原则，帮助双方持续改善合作关系，推动价值共创的互动进程。
平台非正式治理机制是内在化的软性管理手段，通过消除平台成员目标、价值观、信任、文化等方面的偏好不一致性实现默契化，协调合作和信息沟通是主要途径。首先，信息沟通促进平台与互补者之间的信息流动与信任关系构建，通过信息的频繁交换，实现资源的全面共享与整合，同时信息交流与对话能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为稳定和忠诚的关系奠定基础，形成双边关系承诺，进而促进价值共创。其次，协调合作使得经验与技能等隐性知识在平台成员间流动[18]，节约了互补者搜寻外部知识和信息的成本，为互补者获取资源提供了便利，以便建立平台与互补者的长期亲密合作关系，激发出新的生产创造力，有利于深层次和高质量的价值共创。平台通过协调合作与信息沟通机制，建立与互补者的互信和承诺，鼓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规避共同风险，促进价值共创。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平台正式治理机制与平台互补者价值共创正相关；
H1b：平台非正式治理机制与平台互补者价值共创正相关；
2.2互补者关系嵌入的调节作用
对平台生态系统中互补者来说，想要获取更高的价值，需要打破自身边界，与平台系统中心即平台企业进行知识、资源的整合和交换，因此与平台建立“关系”并参与价值共创十分重要。Halinen[19]将关系嵌入界定为企业在网络关系中的定位以及对网络的依赖，Echols和Tsai[20]提出关系嵌入是企业参与到与其关联的企业关系网络中的深度，而合作互动频率与紧密联系显示了关系嵌入的强度[21]。可以发现，互补者关系嵌入可以进一步解构为由关系强度代表的互补者主动联系平台的程度，以及互补者对平台客观上的接受程度与依赖程度，即关系深度。
平台互补者关系强度是互补者与平台关系联系的亲密度和互动频繁度，反映互补者与平台之间主动联系程度的强弱。频繁的沟通和高度的信任是平台系统中各主体参与到价值创造活动中的重要前提。首先，正式治理机制意味着平台会采取明确详细的措施规范互补者行动，以免互补者产生投机行为损害平台成员利益，但是平台因为其自身庞大的网络中心性、知识专有性等优势，在平台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容易忽略互补者的价值诉求，互补者高水平的关系强度将促进互补者主动与平台相互适应，提高互补者自身的主动权地位，使得双方价值目标更加朝着对等和均衡的方向发展，达到价值共创的双赢效果。其次，对于平台非正式治理机制，一方面，平台通过协调合作与信息沟通的机制向互补者提供自己的专有知识，互补者高强度的沟通与接触频率有助于吸收知识与获取资源，企业互动程度较高时，会提高企业交换及转移复杂知识的效率和效果，更加有利于重大创新的开展和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高的关系强度可以提高企业资源的获取能力及程度[11]；另一方面，通过频繁的沟通和信息交互反过来也能够形成高度互信的合作氛围，使互补者更认同平台系统的价值主张和共创价值，有利于互补者与平台形成战略共识，形成价值共创文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2a：互补者关系强度正向调节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
H2b：互补者关系强度正向调节非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
平台互补者的关系深度是对互补者与平台之间关系牢固程度的衡量，反映平台互补者对平台客观上的依赖程度。交易型平台的网络规模更大、网络关系更丰富、网络互动更频繁、网络构型更复杂，平台主导企业在整个平台系统中占据最中心的网络位置和最多的网络联结。平台通过达成技术协议共识及准入接口开放等正式治理手段[22]，为平台互补者共享与价值共创提供基础。平台互补者关系深度越高，意味着该互补者对此平台的依赖程度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倾向于资源交换与信息沟通。反之若互补者对平台的依赖程度不高，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造成彼此间不愿共享信息、知识和技术，阻碍价值共创的实现。因此，平台通过正式治理机制为互补者在平台系统中获取与整合资源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关系深度促进互补者对平台形成高度的依赖水平，进而有助于价值共创活动。同时，在网络嵌入关系中越靠近网络中心位置，越容易从“非市场性机制”中掌握不同于市场的交换体系，以获得超额回报，并形成信任、承诺、共享关系[23]。互补者深度嵌入时，因其靠近位于中心位置的平台，对平台协调与信息沟通机制感知越明显，能够更有利地通过网络位置优势获取和利用信息流、技术流、知识流等关键资源，互补者运用平台资源的经验与能力也有相应的增加[12]，互补者能利用平台资源更高效地制定计划、解决问题和灵活调整，进一步提升价值共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2c：互补者关系深度正向调节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
H2d：互补者关系深度正向调节非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
2.3用户参与行为的调节作用
平台的价值形成不仅来自生产与消费过程，更依靠于用户与企业主体之间的互动。在交易型平台中，平台企业、互补者、用户各主体均在扁平化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因此，用户直接积极反馈信息是平台用户参与平台价值共创的重要方式，本文认为用户积极反馈行为包括向企业提供调研信息以及主动提供信息[24]。同时，在交易关系由顾客—卖方的双边关系转向平台—互补者—用户的多方关系过程中，复杂的平台系统中存在比二元关系更多的资源及信息不对称性，用户利用这些资源完成“自我服务”的可能性提高，从而有可能存在用户机会主义行为[25]。
平台治理机制通过制度规范或协调沟通，建立起一套透明、扁平的信息交互机制，为互补者触达平台用户提供了基础。一方面，用户无论是表达喜好需求还是反映使用意见，都有助于互补者获取有效的市场信息，有利于调整经营方向，实现价值共创目标；同时，平台信息反馈不受时空限制，因此可促进互补者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服务创新速度和资源利用效率[26]，降低了价值共创成本。与此同时，平台通过自身数字化架构与技术优势，帮助互补者从巨量信息中识别关键信息资源，并通过协调合作与信息沟通机制向互补者准确传达，可以帮助互补者克服资源约束，获取全新资源组合。另一方面，可靠的用户反馈信息是平台迭代治理机制以适应发展需要的主要依据，用户反馈能帮助平台更快地排查问题，改进机制设计，强化其有效性；同时，通过用户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平台可以通过执行或调整合同条款来规范互补者行为，形成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提高用户满意度从而降低用户流失率，建立长久的平台—互补者—用户之间的良性关系，推动实现价值共创的多赢局面。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用户积极反馈行为正向调节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
H3b：用户积极反馈行为正向调节非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
在平台的正式治理机制下，客观公平的合同制度安排是规范平台所有参与者活动的主要依据。用户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可能会为了短期利益最大化而优先实施有益于自身的行为。过往研究虽提出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顾客或企业—企业的二元关系造成破坏[27、28]，但对平台多方互动生态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尚待验证。有研究提出正式治理机制会削弱投机行为的负面影响[29]。在平台生态中，平台通过制定正式治理机制来对交易活动进行管控，能够减少平台成员机会主义风险[6]，促进交易关系持续。因此，用户出现机会主义倾向时，首先能在平台完善的规制下得到有效遏制，以减少对互补者利益及平台价值创造的不良影响。同时，平台互补者在这一过程中感知到平台机制的公平性与有效性，会增进与平台的互信水平，促进与平台维持长期关系的意愿，从而增加实现价值观共创的可能。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3c：用户机会主义行为会增强正式治理机制对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正向影响。
在平台非正式治理机制下，促进平台各主体之间的协作与信息共享是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保障。Heidenreich[30]提出互动过程中单一主体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价值共创的结果从正面转向负面。首先，用户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隐藏真实信息、歪曲事实等行为会导致信息失真，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价值共创质量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缺乏真实的信息共享可能会导致原本应该取得的价值共创成果最终未能实现。其次，长期来看，机会主义行为造成平台系统内各方信任、承诺、合作的意愿减弱，进而降低整个平台系统的目标一致性以及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意愿与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d：用户机会主义行为会削弱非正式治理机制对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image: ]图1  研究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有效性，采用线下与线上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平台包括线上消费、社区团购、跨境电商等交易型平台，邀请熟悉平台规则且与平台用户互动频繁的平台互补者填写调查问卷。调研时间从2022年6月至次年2月共7个月。线下主要委托行业协会、校友及MBA学员向相关企业关键员工或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线上主要通过交易平台向相关从业人员发放。本次调研共发放315份问卷，剔除漏题和一致性程度过高等不合格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257份，匹配到交易型平台109家，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1.59%。问卷主要来自于浙江、广东、湖南、北京等互联网行业发展水平较好的省市，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业、制造业、房地产业、计算机服务业等，这些行业在数字时代普遍通过交易型平台与用户达成交易，因此适合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在公司规模方面，100人以上企业占44.4%；在公司年龄方面，5年以上企业占44.7%。
3.2研究工具
参考国内外文献的成熟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量表均采用Likert5点量表，从1到5依次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各题项均在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翻译、回译与调整，并经过本学科专家审核与完善，以确保翻译后的中文量表能准确表达原始量表的内涵并且符合中国平台经济情境。同时为从设计上预防共同方法偏差，向相关企业的资深员工收集措辞意见，保证文字表述具体、清晰、无歧义，并合理使用了反向计分题项。
自变量：平台正式治理参考Huo 等[31]的研究，包含合同详尽性与合同应用性两个维度，合同详尽性包含绩效预期、角色定义、责任划分、事前计划4个题项，合同详尽性包含控制效果、定期检查、违约惩罚3个题项。平台非正式治理参考Cai 等[32]的研究，包含协调合作与信息沟通两个维度，共有联合解决问题、关系调整、联合规划、信息沟通等6个题项。
因变量：互补者价值共创参考Prahalad[33]的量表，包括目标一致、互相认可、优势互补等5个题项。
调节变量：互补者关系强度参考解学梅和王宏伟[33]的研究，包含持续时长、接触频率、密切程度3个题项。互补者关系深度借鉴Lusch和Brown[35]的量表，包含关系依赖、切换难度、切换成本3个题项。用户积极反馈行为借鉴Yi和Gong[36]的量表，包括改进建议、优点反馈、意见反馈等4个题项。用户机会主义行为借鉴Yang 等[27]及Wuyts[28]的研究，包含歪曲事实、违背承诺、违反规则、利用漏洞等6个题项。
控制变量：主要对平台类型，互补者公司人数、互补者公司年限进行测量。
3.3问卷信效度分析
（1）信度与聚合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上述各量表的α值分别为0.838、0.802、0.893、0.803、0.817、0.820、0.934，整体量表α值为0.895，均大于0.8，证明问卷内部一致性理想。表1为各变量的聚合效度检验结果，量表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超过0.5（p＜0.001），各变量组合信度CR值均超过0.8，平均抽取方差AVE值均超过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表1  聚合效度分析
	变量
	测量
指标
	标准
载荷
	AVE
	CR
	变量
	测量
指标
	标准
载荷
	AVE
	CR

	平台
正式治理
	ZS1
	0.759
	0.527
	0.846
	用户积极
反馈行为
	FK1
	0.720
	0.539
	0.823

	
	ZS2
	0.756
	
	
	
	FK2
	0.654
	
	

	
	ZS3
	0.820
	
	
	
	FK3
	0.808
	
	

	
	ZS4
	0.700
	
	
	
	FK4
	0.746
	
	

	
	ZS5
	0.571
	
	
	
	
	
	
	

	平台
非正式治理
	FZS1
	0.703
	0.503
	0.802
	用户机会
主义行为
	JH1
	0.836
	0.742
	0.935

	
	FZS2
	0.667
	
	
	
	JH2
	0.823
	
	

	
	FZS3
	0.743
	
	
	
	JH3
	0.924
	
	

	
	FZS4
	0.723
	
	
	
	JH5
	0.884
	
	

	互补者
关系强度
	QD1
	0.690
	0.581
	0.805
	
	JH6
	0.835
	
	

	
	QD2
	0.753
	
	
	互补者
价值共创
	JZ1
	0.902
	0.630
	0.894

	
	QD3
	0.837
	
	
	
	JZ2
	0.804
	
	

	互补者
关系深度
	SD1
	0.794
	0.604
	0.820
	
	JZ3
	0.769
	
	

	
	SD2
	0.812
	
	
	
	JZ4
	0.710
	
	

	
	SD3
	0.722
	
	
	
	JZ5
	0.773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数据收集阶段，首先，调研前向调查对象提供问卷说明，并保证问卷的匿名性、说明数据使用的保密性，确保调查对象自愿参与研究并提供真实回答。其次，调整测量题项的顺序，以免填答人因自我期许带来的偏差。最后，邀请不同员工在不同时间点对同一组互补者与交易型平台关系填写问卷。
在数据分析阶段，首先，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时得到多个因子且第一个共同因子只解释了27.35%的变异量，初步验证了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其次，使用AMOS24.0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七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拟合度：CMIN/DF=1.618，RMSEA=0.046，CFI=0.946，IFI=0.947，TLI=0.939，明显优于模型2~模型9其他竞争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说明区分效度良好，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最后采用加入一个非可测方法因子的方法，将共同方法因子作为一个潜变量加入结构方程模型中，产生模型10：方值降低0.075，RMSEA值没有变化，CFI和TLI的值提高小于0.1，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偏差潜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指标并没有显著提升，进一步验证了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表2  区分效度
	测量模型及指标
	CMIN/DF
	RMSEA
	IFI
	TLI
	CFI

	模型1:F1、F2、F3、F4、F5、F6、F7
	1.618
	0.046
	0.947
	0.939
	0.946

	模型2:F1+F2、F3、F4、F5、F6、F7
	1.960
	0.061
	0.916
	0.905
	0.915

	模型3:F1、F2、F3+F4、F5、F6、F7
	2.713
	0.082
	0.850
	0.830
	0.848

	模型4:F1、F2、F3、F4、F5+F6、F7
	2.429
	0.075
	0.875
	0.858
	0.874

	模型5:F1、F2、F3+F4、F5+F6、F7
	3.498
	0.099
	0.778
	0.752
	0.776

	模型6:F1、F2、F3+F4+F5+F6、F7
	4.516
	0.117
	0.684
	0.651
	0.681

	模型7:F1+F2、F3+F4、F5+F6+F7
	4.096
	0.110
	0.720
	0.693
	0.718

	模型8:F1+F2+F3+F4、F5+F6+F7
	6.167
	0.142
	0.529
	0.487
	0.525

	模型9:F1+F2+F3+F4+F5+F6+F7
	7.677
	0.162
	0.389
	0.337
	0.385

	加入一个非可测方法因子

	模型10（加入潜变量）
	1.543
	0.046
	0.957
	0.946
	0.957


注：F1、F2、F3、F4、F5、F6、F7分别表示平台正式治理机制、平台非正式治理机制、用户积极反馈行为、用户机会主义行为、互补者关系强度、互补者关系深度、互补者价值共创。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6，自变量平台正式治理、平台非正式治理与调节变量互补者关系深度、互补者关系强度、用户积极反馈行为、用户机会主义行为与因变量互补者价值共创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各变量VIF值分别为1.769、1.893、1.141、1.446、1.464、1.158，VIF值均低于3，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后续变量关系检验提供了必要前提。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平台正式治理
	3.80
	0.763
	1
	
	
	
	
	
	

	2.平台非正式治理
	3.70
	0.759
	0.585***
	1
	
	
	
	
	

	3.互补者关系强度
	3.17
	0.918
	0.224***
	0.219***
	1
	
	
	
	

	4.互补者关系深度
	3.60
	0.930
	0.274***
	0.480***
	0.268***
	1
	
	
	

	5.用户积极反馈行为
	3.60
	0.759
	0.515***
	0.445***
	0.163**
	0.213**
	1
	
	

	6.用户机会主义行为
	2.78
	1.158
	0.174**
	0.047
	0.147*
	-0.174**
	0.214**
	1
	

	7.互补者价值共创
	3.35
	0.913
	0.384***
	0.336***
	0.584***
	0.209**
	0.276***
	0.222***
	1


[bookmark: _Hlk131778475]注： N=257, *p＜0.05, **p＜0.01, ***p＜0.001
4.2 直接效应检验
运用SPSS25.0的多层回归模型检验直接效应。如表4所示，模型1检验3个控制变量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平台正式治理、平台非正式治理、平台正式治理和平台非正式治理产生模型2~4。模型2显示，平台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正相关（β＝0.349，p＜0.001），结果支持H1a；模型3显示，平台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正相关（β＝0.303，p＜0.001），结果支持H1b；进一步通过模型4中分析得出平台正式治理的显著性以及标准化系数均优于平台非正式治理，因此平台正式治理对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表4  直接效应检验
	变量
	互补者价值共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控制变量

	公司人数
	0.128
	0.112
	0.104
	0.104

	公司年限
	0.070
	0.050
	0.066
	0.053

	平台类型
	-0.239***
	-0.209***
	-0.217***
	-0.206***

	自变量

	平台正式治理
	
	0.349***
	
	0.260***

	平台非正式治理
	
	
	0.303***
	0.152*

	R2
	0.100
	0.219
	0.190
	0.234

	调整后R2
	0.089
	0.207
	0.177
	0.219

	F值
	9.337***
	17.670***
	14.775***
	15.357***


注： N=257, *p＜0.05, **p＜0.01, ***p＜0.001
4.3 调节作用检验 
为检验假设H2，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对自变量及调节变量互补者关系强度、关系深度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成“正式治理×关系强度”、“正式治理×关系深度”、“非正式治理×关系强度”、“非正式治理×关系深度”四个交互项，以互补者价值共创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bookmark: _Hlk126688170]根据模型A~F，“正式治理×关系强度”交互项达到显著水平（β=0.139，p<0.01），证明关系强度加强了平台正式治理对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正向影响，H2a得到支持；“正式治理×关系深度”交互项正向显著（β=0.126，p<0.05），H2c得到支持；“非正式治理×关系强度”交互项正向显著（β=0.143，p<0.001），H2b得到支持。模型G~H中“非正式治理×关系深度”交互项未达到显著水平（β=0.070，p＞0.05），说明互补者关系深度对平台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H2d未得到支持。
表5  互补者关系嵌入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互补者价值共创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模型E
	模型F
	模型G
	模型H

	控制变量

	公司年限
	-0.052
	-0.044
	0.052
	0.060
	-0.042
	-0.057
	0.067
	0.069

	公司人数
	0.081
	0.068
	0.120
	0.105
	0.075
	0.055
	0.112
	0.101

	平台类型
	-0.351**
	-0.361**
	-0.483***
	-0.500***
	-0.365**
	-0.369**
	-0.513***
	-0.534***

	自变量

	正式治理
	0.256***
	0.276***
	0.324***
	0.365***
	
	
	
	

	非正式治理
	
	
	
	
	0.207***
	0.210***
	0.281***
	0.300***

	调节变量

	关系强度
	0.498***
	0.455***
	
	
	0.507***
	0.476***
	
	

	关系深度
	
	
	0.094
	0.060
	
	
	0.047
	0.052

	交互项

	[bookmark: RANGE!A14]正式治理
×关系强度
	
	0.139**
	
	
	
	
	
	

	正式治理
×关系深度
	
	
	
	0.126*
	
	
	
	

	非正式治理
×关系强度
	
	
	
	
	
	0.143***
	
	

	非正式治理
×关系深度
	
	
	
	
	
	
	
	0.070

	R2
	0.434
	0.456
	0.227
	0.245
	0.412
	0.439
	0.192
	0.197

	△R2
	0.334***
	0.022**
	0.127***
	0.018*
	0.313***
	0.026***
	0.092***
	0.006

	F值
	38.467***
	34.918***
	14.756***
	13.518***
	35.245***
	32.572***
	11.902***
	10.243***


注： N=257, *p＜0.05, **p＜0.01, ***p＜0.001
检验假设H3。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对自变量及用户积极反馈行为、用户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成“正式治理×积极反馈行为”、“正式治理×机会主义行为”、“非正式治理×积极反馈行为”、“非正式治理×机会主义行为”四个交互项，放入因变量后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模型I~J，用户积极反馈行为对平台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交互项β=0.098，p＞0.05），H3a未得到支持；根据模型M~N，用户积极反馈行为会增强平台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正向关系（交互项β=0.100，p<0.05），H3b得到支持。模型K~L表明用户机会主义行为对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正向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交互项β=0.130，p<0.05），支持H3c；模型O~P中“非正式治理×机会主义行为”交互项未达到显著水平（β=0.042，p＞0.05），表明用户机会主义行为对平台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H3d未得到支持。
表6  用户参与行为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互补者价值共创

	
	模型I
	模型J
	模型K
	模型L
	模型M
	模型N
	模型O
	模型P

	控制变量

	公司年限
	0.056
	0.045
	0.057
	0.071
	0.072
	0.071
	0.075
	0.078

	公司人数
	0.111
	0.102
	0.098
	0.119
	0.099
	0.092
	0.079
	0.083

	平台类型
	-0.492***
	-0.496***
	-0.465**
	-0.450**
	-0.502***
	-0.522***
	-0.464**
	-0.462**

	自变量

	正式治理
	0.306***
	0.333***
	0.332***
	0.323***
	
	
	
	

	非正式治理
	
	
	
	
	0.245***
	0.255***
	0.300***
	0.295***

	调节变量

	积极反馈行为
	0.084
	0.072
	
	
	0.132*
	0.126*
	
	

	机会主义行为
	
	
	0.112
	0.081
	
	
	0.158**
	0.148**

	交互项

	正式治理×积极反馈
	
	0.098
	
	
	
	
	
	

	正式治理×机会主义
	
	
	
	0.130*
	
	
	
	

	非正式治理×积极反馈
	
	
	
	
	
	0.100*
	
	

	非正式治理×机会主义
	
	
	
	
	
	
	
	0.042

	R2
	0.224
	0.235
	0.231
	0.244
	0.204
	0.216
	0.214
	0.215

	△R2
	0.124***
	0.010
	0.131***
	0.013*
	0.104***
	0.012*
	0.114***
	0.002

	F值
	14.500***
	12.765***
	15.053***
	13.431***
	12.855***
	11.485***
	13.632***
	11.424***


注： N=257, *p＜0.05, **p＜0.01, ***p＜0.001
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更直观地展示调节作用，根据各调节变量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将样本分为两组，描绘各调节变量不同程度情境下，平台正式治理、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关系的差别。图3.1结果表明，在高关系强度时，平台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关系的回归线斜率明显较大，说明随着关系强度增加，平台正式治理对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影响不断增强；在高关系强度时，平台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间关系的回归线斜率更大，说明随着关系强度的增加，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来越显著。同理，图2~5进一步判断了关系深度、用户积极反馈行为及用户机会主义行为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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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关系强度的调节作用
[image: ][image: ]
图3  关系深度的调节作用             图4  用户积极反馈行为的调节作用
[image: ]
图5  用户机会主义行为的调节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5.1研究结论
本文从平台生态视角，对平台治理机制、互补者关系嵌入和用户参与行为的交互作用影响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平台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均促进互补者价值共创，且正式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平台通过详尽有效的合同、规则和计划，规范互补者行为，维护平台交易运行秩序；通过协调合作与信息传递，保持平台各方价值目标与方向一致，有效促进互补者参与价值共创。实证结果支持了治理机制是价值共创的驱动因素之一[1、9]，并验证了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平台经济环境中，正式机制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关于合同规则设计形成最佳的相互依赖组合[17]，有利于改善合作关系与绩效[4]。深化了平台治理机制内涵的理论研究，丰富了价值共创驱动因素研究。
第二，互补者关系嵌入与平台治理机制之间存在适配关系。互补者关系强度分别正向调节平台正式治理、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互补者关系深度仅正向调节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更高的关系嵌入将形成更高的合作互动频率和更紧密的依赖，从而与平台系统中的合作伙伴建立互信合作关系。关系深度对非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平台基于自身中心性及专有性优势，在与互补者的交流中占据主要话语权，互补者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对平台推行的协调合作与信息沟通活动，往往采取直接跟随的策略，这符合平台生态系统理论对平台主导地位的论述[3]。因此，互补者处于高关系强度水平时，应完善正式治理为主、非正式治理为辅的双重治理结构；在高关系深度水平时，要更加重视正式治理机制的安排，发挥最佳治理作用。
第三，用户参与行为与平台治理机制之间存在适配关系。用户积极反馈行为仅正向调节平台非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机会主义行为仅正向调节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结论验证了用户积极反馈行为向平台和互补者提供市场信息，提高z知识和资源利用效率[15]，降低价值共创成本。关于机会主义行为会放大正式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影响非正式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新发现，揭示了在多方交互的平台情境下，数字化技术让用户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虚假错误信息被易于识别，并被排斥于平台与互补者的互动之外，因而降低了用户机会主义行为对价值共创活动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用户积极反馈行为水平较高时，更适合采用协调沟通的非正式治理机制；用户机会主义行为水平较高时，适合采用监督奖惩的正式治理机制。
5.2实践启示
首先，正式治理机制和非正式治理机制对互补者价值共创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平台应努力构建完善的多元治理结构，推动互补者与平台价值共创进程。平台要重视与互补者建立完善的治理关系：一方面，建立具有法律依据的合同契约与管理制度，比如明确权利与义务、规范行为的监督与激励处罚条款，以及根据外部环境及时调整的机动条款等，有效地解决平台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的持续性、安全性和可信性等问题，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信息共享、畅通的沟通渠道与持续关注互补者合作状况，及时协调处理合作中存在或潜在的问题，与互补者之间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调动互补者参与平台价值共创的热情，从而实现价值共创的双赢结果。
其次，互补者关系嵌入深度及强度具有放大平台治理机制积极作用的效果，因此平台应与互补者建立积极稳定的合作关系，以促进价值共创。首先，平台可在政策资源、利益分配等方面加大对互补者的支持力度，使互补者看到与平台深入合作的积极意义，从而实现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其次，平台应加大资源投入，通过技术培训、信息共享及市场分析等方面的深入互动，以理解彼此的价值需求，达成共同利益目标一致的深度协作关系，为平台价值共创提供关系支持。最后，平台可以根据互补者关系强度-深度水平选择合适的治理机制组合，在关系深度水平较高时，优先采取监督奖惩的正式治理机制强化价值目标一致性，在关系强度水平较高时，采取协调-沟通的非正式机制为主，监督奖惩的正式机制为辅的治理结构，增进与互补者之间积极稳定的合作关系。
最后，平台与互补者都应该关注用户参与行为的作用，将用户积极反馈行为作为市场信息的补充，合理规制用户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平台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平台应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势，全面收集并分析巨量的用户反馈信息，帮助平台互补者分析用户特征及需求，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降低客户流失率，提高用户满意度与口碑效应，吸引更多新用户加入平台，从而推动平台可持续发展与价值共创。另一方面，平台的正式治理制度可以减少用户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意味着平台对正当交易行为的重视程度，以及交易体系的公平性与稳定性，都会激励平台互补者更多地参与价值共创。因此，在用户机会主义水平较高时，平台应采用明确的交易行为规范、合理的补偿方案、科学的信用评级机制等正式治理措施，有效地规范用户机会主义行为，以提升价值共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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